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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传统的国际贸易研究主要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分析进口贸易对进口国劳动力
市场的影响，随着微观企业数据以及微观个体劳动者数据不断出现，关于进口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的研究更加细化。进口贸易对当地劳动力市场调整的动态变化过程表现为：进口贸易会对进口
国国内企业造成冲击，带来短期失业，在此背景下，劳动力将面临跨行业或跨地区流动，但是对不
同技能水平、不同性别劳动者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进口冲击导致的劳动力市场调整会影响劳动者
的教育投资决策。结合中国的现实，测度进口贸易导致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测度劳动力流动成
本、利用企业层面的雇员数据测度进口贸易对企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等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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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贸易开放对国内产品市场影响的研究已经

非常成熟，而对要素市场影响的研究则侧重于考察
生产要素在行业间的流动，尤其是劳动力在行业间
的再配置。随着微观企业数据和微观个体劳动者数

据的大量出现，进口贸易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
日益微观化。近年来，大量文献开始从新新贸易理
论出发，研究进口贸易对进口国不同企业、不同劳动
者的差异化影响。本文将在系统梳理最新国外文献

的基础上，探究进口贸易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本文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首先，分析进口贸易对企
业的冲击；其次，分析进口贸易对进口国劳动力流动
的影响；再次，分析受进口贸易冲击后的劳动力市场

再均衡；最后，分析进口贸易对劳动者教育投资决策
的影响。

一、进口冲击下的企业生存状况

（一）横向进口竞争下的企业生存状况
从横向竞争看，进口会加剧该国同一行业的竞

争程度，使竞争力较弱的企业销售遇冷，销售收入和
利润下降，被迫退出市场，但是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会

得以存活。一些劳动者在进口竞争冲击下虽然能保

住工作，但就业质量将有所恶化，与此同时，另一部

分劳动者则不得不重新找工作，从而导致一部分劳

动力跨行业或跨地区流动。从现实来看，劳动力流

动受到多种因素阻碍，失业问题不可避免。

进口竞争冲击下，不同企业在就业和工资方面

的反应存在差异。Ｉｔｓｋｈｏｋｉ　＆Ｈｅｌｐｍａｎ（２０１５）通过

理论分析发现，贸易冲击会使得劳动力在同行业中

的不同企业之间进行再配置。他们将企业分为三

类：继续存活的高生产率企业、继续存活的低生产率

企业和退出市场的低生产率企业。第一类企业在贸

易冲击下就业规模会增加，第二类企业的就业规模

会缩小但仍留在行业内，第三类企业则会退出市场。

在此背景下，相对于仍留在市场的低生产率企业，继

续存活的高生产率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和工作保障

均较高。Ｇｒｏｉｚ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利用加利福尼亚州

１９９２－２００４年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投入品和最终

产品进口关税下降带来的进口冲击与行业中低生产

率企业的就业破坏、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以及
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均密切相关，且投入
品关税下降对企业就业波动的影响幅度显著大于最

终产品关税下降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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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进口贸易带来的竞争不仅发生在进口国

本土市场，还发生在进口国出口的第三方市场上。

比如，中国企业的产品出口到墨西哥，一方面，在墨

西哥市场上与墨西哥企业的产品存在竞争关系；另

一方面，在美国市场（墨西哥９０％的产品出口到美

国）上与墨西哥企业的产品也存在竞争关系。Ａｕ－
ｔ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ａ）首次研究了在第三方市场上的进口

竞争效应，发现在美国出口的第三方市场上，来自中

国的制成品进口同样构成竞争威胁，导致美国制造

业就业人数减少，但影响幅度小于美国本土市场。

Ｍｅｎｄｅｚ（２０１５）主要研究来自中国的制成品进口对墨

西哥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且由于墨西哥对美国出

口市场高度依赖，所以还考察了墨西哥在美国市场受

到的中国进口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于中国进

口竞争的加剧导致墨西哥当地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下

降，尤其是对美国出口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影响更大。

Ｄｏｎｏｓ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以西班牙为例也发现了类似现象，

中国企业不仅在西班牙本土市场，还在西班牙出口的

第三方市场与西班牙企业形成竞争关系。

（二）纵向进口互补下的企业生存状况

从纵向互补来看，进口投入品对该国进口企业

有益。新的、高质量的、具有技术含量的进口投入品

会增强进口企业的新产品优势、质量优势或高生产

率优势，使其销售收益和利润增加，生产扩大，进而

增加雇佣人数，尤其增加高技能工人人数。

随着中间品贸易稳步增长，进口贸易与劳动力

市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Ｃｒｉｎｏ（２０１２）利

用２７个转型国家的企业层面数据研究发现，进口

投入品会促进企业增加对技能工人的需求，其影响

机制是投入品进口会给企业带来新产品产出、产品

质量提升或新技术采用，而这些活动都增加了对技

能员工的需求。Ｊｉａｎｇ（２０１５）采用３９个国家的样

本，将国际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分成５个部分（出口

对本国就业、进口对本国就业、出口中的进口成分

对本国就业、进口中的出口成分对本国就业、第三

方市场上的进口竞争对本国就业），研究发现，２００９
年中间产品贸易创造了８８００万个工作岗位，占国

际贸易创造就业的 １４％。Ｆｅｄｅｒｉｃｏ（２０１０）采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意大利３２０个制造行业的数据研究

发现，来自低收入国家的进口竞争会通过内部产业

关联影响就业，将导致下游行业就业减少，上游行

业就业增加。

二、进口冲击下的劳动力流动及其阻碍因素

在进口贸易影响下，如果进口竞争行业（与进口

产品存在竞争的行业）就业规模萎缩，说明存活企业

没有完全吸收死亡企业所释放的全部劳动力资源。

那么，多余的劳动力就会流向有劳动力需求的其他

部门或受到进口冲击较小的其他地区。从中期来

看，劳动力会发生跨行业（部门）或跨地区的流动，即
“换工作”或“搬家”。从理论上来看，劳动力可以自

由流动，而实际上，劳动力流动是不完全的，往往受

到多种因素阻碍。

（一）进口冲击下的劳动力流动

１．劳动力跨行业（部门）流动。劳动力跨行业
（部门）流动包括两种情况：（１）在进口竞争的冲击

下，劳动力会从竞争冲击较大的行业转向进口冲击

较小的行业、从正规部门流向非正规部门。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ａ）指出，面临中国产品的进口竞争，美国

制造业中部分劳动力选择了换工作甚至换行业。

Ｄｏｎｏｓ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研究发现，西班牙在面临国外进

口竞争时，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了建筑业。Ｇｏｌｄ－
ｂｅｒｇ　＆Ｐａｖｃｎｉｋ（２００７）也指出，进口贸易带来的竞

争使得企业产品面临不确定性，进而企业更愿意雇

佣非正规部门（是指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给予员工较差工作环境、不签订劳动合同等不符合

劳动法所规定的部门）的人员。Ｐａｚ（２０１４）研究发

现，巴西在１９８９－２００１年进口关税下降期间，制造

业非正规就业的占比快速上升，正规部门就业的平

均工资水平不断下降。Ｃｏｓａ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也发现，

进口自由化对工作流动和非正规就业增长存在促进

作用。（２）进口互补机制导致劳动力从非正规部门

流向正规部门。Ｆｕｇａｚｚａ　＆Ｆｉｅｓｓ（２０１０）研究发现，

进口投入品提升了非正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降低

了非正规就业水平。ＭｃＣａｉｇ　＆ Ｐａｖｃｎｉｋ（２０１５）以

越南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的劳动力市场为研究对象研究

发现，贸易开放后劳动力从非正规部门流向正规部

门。具体来看：第一，年轻工人，尤其是移民，更可能

在正规部门工作并且始终留在正规部门中；第二，在

不同劳动群组中，非正规就业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

例都是下降；第三，在非正规部门中，相对其他类型

工人而言，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男性城镇工人更可

能流向正规部门，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年长的、女性

和农村劳动力很难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第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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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就业正规化与职业升级同时发生。

２．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除了跨行业（部门）

的流动外，贸易开放还会带来跨地区的流动。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ａ）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研究发现，劳动力会

从受到进口供给冲击较大的地区流向受到进口冲击

较小的地区，或从出口需求较小的地区转移到出口

需求较大的地区。Ｍｅｎｄｅｚ（２０１５）对墨西哥劳动力

市场的研究也发现，劳动力会从进口冲击较大的地

区流向进口冲击较小的地区。

此外，全球化可能会提升劳动力市场上雇员与

雇主的匹配效率，而这一效应一直被忽视。Ｄａｖｉｄ－
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利用瑞士的雇员与雇主匹配数据进

行研究发现，贸易开放改善了具有较大比较优势行

业中雇主与雇员的匹配效果。

（二）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因素

在进口贸易的影响下，劳动力将面临跨行业或

跨地区的流动。实际上，劳动力跨部门、跨行业的流

动是不完全的。进口国产业结构特征、劳动力流动

成本、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劳动力特殊技能可能是影

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劳动力自由流动障碍会

影响劳动力市场对进口冲击的调整速度，进而影响

进口贸易带来的福利效应。

１．进口国产业结构特征。劳动力行业间流动会

受到国内产业结构特征的影响。Ｄｏｎｏｓ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研究指出，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造成了西班

牙制造业就业减少，但受到进口冲击的劳动力最终

顺利流向了正在快速发展的建筑行业，整体而言，劳

动力的行业间流动削弱了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对西

班牙就业的影响，没有造成西班牙的失业问题。而

美国的产业结构与西班牙不同，针对美国的研究得

出了不同的结论。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Ａｕｅｒ　＆

Ｆｉｓｃｈｅｒ（２０１０）、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ａ）等研究发现，来

自低工资国家（中国）的进口竞争导致了美国制造业

就业减少。美国的建筑业和房地产行业当时处于萧

条阶段，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员，根本无法吸收进口贸

易冲击带来的制造业失业人员，唯一能吸收劳动力

的是高科技行业，而从制造业中退出的人员往往是

低端蓝领工人，不具备高科技行业所需要的技术能

力，进而造成失业人员增多。

２．劳动力流动成本高低。关于在贸易冲击下劳

动力流动的研究，一个重要的领域是测度劳动力跨

行业的流动成本。部分学者针对单个国家进行了研

究。例如，Ａｒｔｕｃ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以美国为研究对象测

算了劳动力跨行业流动的成本。他们在动态劳动力

调整的理性预期模型中使用Ｅｕｌｅｒ－ｔｙｐｅ均衡条件，

利用美国当前人口调查（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
ｖｅｙ，ＣＰＳ）数据测度出了美国劳动力跨行业流动成

本的中位数和方差。研究发现，劳动力跨行业流动

成本的中位数和方差的数值均较大，这说明进口国

劳动力市场面对进口贸易冲击的调整很缓慢。Ｄｉｘ－
Ｃａｒｎｅｉｒｏ（２０１４）则采用结构动态均衡模型估计了巴

西劳动力市场，进而研究了贸易带来的转型动态影

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跨行业移动成本的中位数为

平均年度工资的１．４～２．７倍，但不同劳动力的移动

成本存在较大分布差异。另外，他们使用反事实方

法估计发现：（１）很多劳动力市场面对贸易自由化都

会有所反应，通常反应具有几年的滞后期；（２）劳动

力市场调整的滞后性导致贸易带来的潜在加总福利

显著减少；（３）进口贸易带来的福利效应取决于首期

行业的就业规模、劳动者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等个性

特征。

部分学者采用国际样本进行了研究，例如 Ａｒ－
ｔｕｃ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测算了１９８６－２００７年２５个发达国

家和３１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成本。测算结

果表明：（１）从整体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

成本相当于劳动者年度工资的３．７１倍，而发达国家

为２．７６倍。（２）从各大洲来看，沙特阿拉伯的劳动

力流动成本相当于劳动者年度工资的４．０倍，东欧

和中亚为３．９５倍，南亚为３．８８倍，中东和北非为

３．５９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为３．４６倍，拉丁美洲为

３．２３倍。（３）从具体国家来看，菲律宾的劳动力流

动成本最高，为年度工资的５．０６倍，而中国的劳动

力流动成本最低，为年度工资的２．７５倍。除此之

外，他们通过可观测的行业劳动力配置情况与内含

劳动力跨行业流动成本的理论模型预测的劳动力配

置情况之差来估算劳动力跨行业流动成本，发现不

同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成本存在显著差异，但都与该

国发展水平（人均ＧＤＰ、教育参与率）呈反比，与该

国经济中的摩擦、扭曲和限制呈正比关系。最后，他

们还使用这些估算结果来探讨劳动力市场对贸易政

策的反应情况。通过估算发现，当地劳动力市场对

贸易开放的调整时间平均为６年，在劳动力成本较

高的国家市场调整成本越高，市场调整时间更长，贸

易调整的成本代价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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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灵活

性（主要是指该国的劳动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直接影

响企业的雇佣和解雇成本。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程度

不高会显著限制进口贸易冲击下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Ｄｏｎｏｓ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Ｃｏｓａ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降低资源再

配置效率和总体生产率水平的提升（Ｋａｍｂｏｕｒｏｖ，

２００９；Ｋａｎｇ，２０１５），带来短期失业问题（Ｈｅｌｐｍａｎ　＆

Ｉｔｓｋｈｏｋｉ，２０１０；Ｃａｃｃｉａｔｏｒｅ，２０１４）。劳动力市场灵活

性日益成为一国的比较优势（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Ｃｕｎａｔ　＆ 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１２；Ｈｅｌｐｍａｎ　＆Ｉｔｓｋｈｏｋｉ，２０１０；

Ｇ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传统的贸易理论指出，贸易开放

后一国总体福利会增加，因为劳动力等要素可以流

向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进而提高该国的整体

生产率水平。这一结论依赖于该国劳动力市场的灵

活性。Ｋａｍｂｏｕｒｏｖ（２００９）研究外贸改革对一国劳动

力市场再配置的影响时发现，如果一国开放贸易，但

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比如解雇员工的成本很高，

那么贸易开放带来的福利增加会大打折扣。较高的

员工解雇成本不仅影响企业解雇员工的决策，也影

响企业雇佣新员工的决策；如果贸易开放的同时没

有开放劳动力市场，那么劳动力跨行业的流动会降

低３０％，相应的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会损

失。企业解雇成本通常归为以下几类：（１）提前通知

成本；（２）被解雇员工的补偿金；（３）被解雇员工的额

外工龄费；（４）被解雇雇员的工资损失；（５）被集体解

雇员工的额外成本。在拉丁美洲，对于工作１年的

员工，平均解雇成本相当于其两个月的工资；而对于

工作１０年的员工，平均解雇成本相当于其１１个月

的工资。从政策角度来说，贸易开放需要与劳动力

市场开放相互协调一致。

随着行业内贸易不断开放，同行业的进口导致

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迫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

产生市场选择效应，从而带来行业总生产率提升。

市场选择效应将资源配置给较高生产率的企业，这

个过程也会因为当地劳动力市场刚性而受阻。

Ｋａｎｇ（２０１５）考察１９７１－２００３年１９个ＯＥＣＤ国家

的案例后发现，一国的劳动力市场刚性会抑制其全

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尤其对于劳动力市场严重

僵化、外资 Ｒ＆Ｄ资本存量较小的国家，贸易开放

可能会拉低该国的生产率水平。Ｃａｃｃｉａｔｏｒｅ（２０１４）

从理论角度指出对外贸易在短期内会带来失业；劳

动力市场僵化短期内虽可减少失业损失，却降低了

一国的贸易收益。Ｄｏｎｏｓ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研究指出，

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造成了西班牙制造业人数的

减少，且影响幅度大于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幅

度，原因在于西班牙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Ｃｏｓａ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研究发现，员工解雇成本的下降强化了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工作流动和非正规就业率增长

的促进作用。

此外，劳动力的特殊专业技能也会给劳动力跨

行业流动构成一定的障碍。Ｂｒüｌｈａｒ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采

用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英国制造业部门的数据研究发现，

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率比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率要高，

因为劳动力流动成本与其行业专用技能呈正向关

系；专业技能水平越高的劳动力流动成本越高。

Ｃｏｓａｒ（２０１３）针对巴西的研究发现，贸易开放下劳动

力市场的动态调整具有三个特征，分别是出口导向

部门在劳动力净吸收方面速度缓慢，离职工人再就

业的成本很高，年长的劳动力就业再调整负担非常

大；相比就业搜寻摩擦，劳动力的特殊专业技能对再

就业影响更大。

三、进口冲击后的劳动力市场再均衡

受进口冲击后，劳动力市场会再次达到均衡状

况。新均衡下的就业规模和工资、单个劳动者就业

状态与工资均与劳动力流出行业的劳动密集度和流

入行业的劳动密集度密切相关。如果前者大于后

者，在工资刚性条件下（工资刚性或最低工资标准），

就可能出现失业问题；在工资弹性条件下，就业规模

不变，工资可能下降。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工资则会

上涨。以上分析在劳动力同质假定下成立。但是，

当劳动力异质时，这一结论就会发生改变。比如，当

生产需要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两种劳动要

素时，进口竞争下退出市场的企业会释放这两种劳

动要素。如果要素流出行业是低技能劳动密集型，

而要素流入行业是高技能劳动密集型，则低技能劳

动力将面临工资减少或失业的风险，高技能劳动力

工资将可能提升，就业机会增加。

（一）进口竞争行业就业减少、工资变动不确定

众多学者的研究基本达成一致：来自低工资国

家的进口竞争会导致进口国进口竞争行业的就业总

量减少，但对工资影响不确定。

１．进口贸易政策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１）对

于就业的影响。Ｐｉｅｒｃｅ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ａ）研究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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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以来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ＰＮＴＲ）所带来的影响。他们使用双重差分（ＤＩＤ）

方法研究了不同行业就业增长率在 ＰＮＴＲ 前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与ＰＮＴＲ后（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的

相对变化，发现相比ＰＮＴＲ前后变化较小的行业

而言，变化较大的行业就业率下降幅度较大，主要

体现在这些行业从中国的进口额增幅较大，从中国

进口的美国企业数增加更多，向美国出口的中国企

业数增加更多；同时比较了２００１年以后和１９９０年

以后的平均工业就业增长率，发现１年后相对就业

增长率下降了３．４％，而６年后相对就业增长率下

降了１５．６％。对于同期作为参照组的欧洲，由于

没有任何政策冲击，就没有发现这一结论。Ｅｂｅｎ－
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针对美国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就

业增长与美国就业存在负向关系，并且中国就业增

长最快的行业正是美国就业减少最快的行业，这在

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两者的替代关系。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２０１０）针对意大利的研究发现，低工资国家的进口

竞争与意大利制造业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的就业呈现

负向关系。Ｄｏｎｏｓ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发现西班牙制造业

在制成品进口冲击下就业量有所下降。（２）对工资

的影响。Ｃｏｓａ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采用哥伦比亚企业层面

的数据研究发现，进口关税下降使得该国平均工资

和工作转换率均有所提升。Ｈａｋｏｂｙａｎ　＆ ＭｃＬａｒｅｎ
（２０１０）研究了在 ＮＡＦＴＡ导致的关税下降情况下

美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发现受到墨西哥进口

增加影响较大的行业和地区的工资均出现了下降。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发现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来自中

国的进口竞争造成了巴西相关行业的工资水平增

长缓慢。

２．进口贸易流量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对于进

口贸易流量的代理变量，早期主要采用总进口渗透

率（一国进口总额占该国消费总额的比重，其中消费

总额是国内总产值减去净出口），近期众多学者开始

采用根据单个或少数进口来源国的进口额计算的进

口渗透率，将一国受到的进口冲击归于某个或少数

国家。

（１）对全国范围的影响。Ｒｅｖｅｎｇａ（１９９２）研究

了日益增加的进口竞争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和工资水

平的影响，采用１９７７－１９８７年制造业面板数据研究

发现，进口价格的变动对制造业就业和工资水平都

有显著影响。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利用１９７７－１９９７

年美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来自低收入国家的进

口使得美国制造业企业增长缓慢，更容易退出市场。

Ａｕｅｒ　＆Ｆｉｓｃｈｅｒ（２０１０）研究发现，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间

来自中国的制成品进口竞争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就业

的减少。Ａｃｈａｒｙａ（２０１５）利用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加拿大

８８个行业数据研究发现，进口增长会抑制就业增

长，但抑制幅度很小，相当于减少了加拿大就业增长

率的２％，或减少了２００７年加拿大０．０３６％的就业

岗位；来自中国的进口主要对加拿大的信息通信行

业和一些低研发密集型行业冲击较大；同时，总进口

增长对工资水平没有影响，但双边进口增长对工资

水平有差异性影响，来自中国的进口降低了加拿大

的工资水平，而来自墨西哥的进口提升了加拿大的

工资水平。

（２）对地区的差异性影响。因行业结构不同，各

地劳动力市场所受到的进口冲击也不同。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ａ）研究发现，从中国进口较多的美国地区不

仅失去了很多制造业工作机会，并且总体就业量也

在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较多工人领取失业救济

金、食物劵和残疾补贴，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可以

解释美国制造业近期总就业量下降的１／４，但没有

发现对工资有明显的影响。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ａ）研

究指出，这可能是没有控制美国技术进步带来的影

响所致。随后，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ｂ）基于县级层面

数据处理了这一识别问题。因为来自中国的进口

竞争具有地理集中性，而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负面

影响具有全国性，控制美国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有

助于将技术进步效应剥离开来，可以精确估计进口

冲击效应；该文仍旧得出来自中国的进口减少了美

国制造业就业的结论。Ｄｏｎｏｓ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发现西

班牙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从中国进口的金额增长了６
倍，对中国进口开放程度较高的省份，其制造业就

业人口比例较低。Ｐｉｅｒｃｅ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ｂ）以美国

各郡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在进口开放越大的地区，

人口死亡率越高，这一现象与该地区的制造业就业

人数减少密切相关。

（３）对企业的差异性影响。ＭｃＭａｎｕｓ　＆Ｓｃｈａｕｒ
（２０１６）采用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数据与

美国制造业的工伤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受到中国进口

冲击严重的美国制造业的工伤率从短期到长期在提

升，尤其是受到进口冲击严重的小型企业；反推法显

示，小企业的工伤率上升１３％，等价于工人工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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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二）对劳动力就业和工资的异质性影响

１．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就业效应存在劳

动力差异性。从技能异质角度看，一般认为对于发

达国家而言，来自低收入国家的进口会减少其低技

能、低学历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增加高技能、高学历

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来自发达

国家的进口增加会导致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增加，对

高技能工人就业的影响不确定；对经济转型国家而

言，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会导致高技能工人就业和

工资的增加。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研究指出，面临中

国产品的进口竞争，美国不同工人受到的冲击是不同

的，高收入的工人受进口冲击较小，因为他们可以换

工作，甚至换行业；而低收入的工人只能留在制造业，

并遭受贸易冲击带来的损失。Ｂａｌｓｖｉ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则

借鉴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ｂ）的方法，以挪威为案例进行

研究发现，不断增长的中国进口竞争提高了低技能

劳动力的失业概率，但对留在工作岗位的低技能劳

动力的工资水平没有影响。Ｍｉ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以比

利时为例，分析了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期间来自不同来源

国的进口对比利时制造业企业就业和技能升级的影

响，研究发现，与来自低收入国家和 ＯＥＣＤ国家的

进口都不同，来自中国的进口虽然降低了企业的就

业增长，但导致低技术制造业的技能需求增加，对于

低技术制造业而言，来自中国的进口有利于技能工

人占比的提升。Ｋｅｍｅｎ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从劳动力教育

水平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进口对美

国制造业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间就业减少的影响，发现来

自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竞争提升了高中及

以下教育水平的制造业劳动力失业的概率，对具有

大学学历的劳动力的就业影响不显著。与此略有不

同的是，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研究贸易对不同能力

水平工人的影响时发现，在进行贸易后，与低能力工

人和高能力工人相比，中等能力工人的平均工资将

下降，失业率将增加。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研究

指出，进口竞争会导致质量阶梯较长行业的产品质

量升级，进而对非常规技能工人的需求量增加。

Ａｍｉｔｉ　＆Ｃａｍｅｒｏｎ（２０１２）研究发现，随着进口投入品

关税的下降，在印尼制造业企业中，非生产性工人的

工资相对于生产性工人的工资是下降的。Ｇｏｎｚａｇａ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和Ｄｉｘ－Ｃａｒｎｅｉｒｏ　＆Ｋｏｖａｋ（２０１５）研究发现，

巴西进口贸易自由化降低了技能溢价水平。

２．对不同性别劳动力的影响。通过引入外国竞

争，贸易开放降低了性别歧视，增加了女性就业。

Ｅｄｅｒｉｎｇｔ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使用哥伦比亚企业数据进行

研究发现，在关税下降幅度最大的行业中，女性蓝领

工人相对于男性蓝领工人的人数在增多。Ａｇｕａｙ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使用墨西哥家户调查数据和企业层面数

据进行研究发现，伴随ＮＡＦＴＡ建立带来的进口关

税下降，行业内和行业间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也随

之增加。从进口保护角度来看，Ａｖｓａｒ（２０１４）采用

２１１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进口保护对女性劳动

参与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保护提升了资本丰裕

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但降低了劳动丰裕国家的

女性劳动参与率。与之相反，Ｓａｕｒé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却发

现进口自由化降低了资本丰裕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

率，他们将行业分为女性密集型行业和男性密集型

行业，当女性密集型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时，贸易

开放会导致女性密集型行业扩张、男性密集型行业

萎缩，男性劳动力从男性密集型行业流向女性密集

型行业，稀释女性密集行业的资本劳动比。基于资

本和女性劳动力较高的互补关系，女性劳动力的边

际生产力下降幅度大于男性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

因此，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会拉大，女性劳动参与率

会降低。也就是说，资本丰裕国家与资本稀缺国家

的贸易一体化会使得资本丰裕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

率下降（正规就业概率下降、周工作小时减少），以及

女性相对男性的工资下降。

四、进口贸易对劳动力其他方面的影响

除了对就业和工资产生影响之外，进口贸易还

能对劳动力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如教育投资决策。

如果流出资源的进口竞争行业是低技能劳动密集

型，而流入资源的其他行业是高技能劳动密集型，则

进口竞争行业释放的低技能劳动力可能会失业，高

技能劳动力可能面临技能折价风险、工资减少，但高

技能劳动力失业风险远低于低技能劳动力。在这种

情况下，不论工资刚性下的失业风险还是工资弹性

下的工资减少风险，低技能劳动力均面临严峻的挑

战。对低技能劳动力来说，增加教育投资（即增加受

教育年限）是规避失业的重要途径。

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显示，进口关税改革影响了

劳动者教育投资决策。比如，Ｅｄｍｏｎ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通过

检验印度１９９１年贸易改革带来的影响发现，生活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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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降幅较大地区的儿童就学率有小幅提升，收入提

高是增加儿童接受教育机会的重要因素。面对未来

工作对技能需求的预期，劳动者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也会发生改变。Ｏｓｔｅｒ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２０１３）研究发

现，技能型工作机会的增加提升了印度小学入学率。

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显示，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进

口竞争会导致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下降（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Ａｕｅｒ　＆Ｆｉｓｃｈｅｒ，２０１０；Ｅｂｅ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ａ；Ｐｉｅｒｃｅ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ａ），

高技能劳动力工资相对提高并且工作更稳定，技能

工人与非技能工人的工资差距会拉大（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

Ｈａｎｓｏｎ，１９９６），进而增加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动者的

教育投资。具体而言，Ａｃｈａｒｙａ（２０１５）研究１９９２－

２００７年加拿大劳动力教育结构的变化发现，初中及

以下劳动力占总体劳动力的比例从１９９２年的５１％
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６％，高中学历的劳动力比例上

升８个百分点（从３６％上升到４４％），大学学历的劳

动力比例上升７个百分点（从１３％上升到２０％），但

是加拿大的进口贸易对劳动力教育结构改变的影响

程度仍不确定。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Ｌｏｐｒｅｓｔｉ（２０１６）研究

了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对美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

投资的影响，在控制影响高中完成率的其他因素
（如与贸易无关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和人口结构变

化）之后研究发现，从中国进口较多的地区，高中毕

业率提升也较多。因为进口较多的地区，所有劳动

者工资都有所下降；并且低于高中学历的劳动者相

对于高中学历以上的劳动者，就业机会减少更多。

面对如此劳动力市场，更多人选择追加教育投资来

提升未来的就业竞争力，进而提升了该地区的高中

毕业率。

已有研究也表明，如果生产中使用进口中间投

入产品，企业将接受更加复杂的技术，带来技能偏向

型技术进步，从而增加对技能工人的需求。众多文

献对技能工人的界定采用劳动力受教育年数来衡

量。受教育年数的增加代表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

升。Ｋａｓａｈａ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采用印度尼西亚企业数

据研究了企业开始进口中间品对其生产工人和管理

人员（非生产工人）受教育年数的影响，通过预估企

业进口中间品行为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理论模

型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的确提升了各类技能工人

的受教育年数，而对管理人员（非生产工人）的受教

育年数影响不显著。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展现了进口贸易对劳动力市

场的调整过程：（１）进口贸易带来的竞争效应会对国

内企业造成冲击，一部分企业由于生产率较低、竞争

力不强，生产规模将缩小甚至会退出市场，高生产率

的企业得以存活并发展壮大，从而导致国内劳动力

市场的动态变化。（２）从破产企业和规模萎缩企业

流出的劳动力将面临跨行业或跨地区流动。一方

面，劳动力会从受竞争冲击较大的行业转向受进口

冲击较小的行业，从正规部门流向非正规部门；另一

方面，劳动力从受进口冲击较大的地区转移到受进

口冲击较小的地区。但是，由于进口国产业结构特

征、劳动力流动成本的存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较

低，不是所有流出的劳动力都能成功再就业。（３）来

自低工资国家的进口竞争会导致进口国进口竞争行

业的就业总量减少，对于其工资水平的影响不确定。

但是，对不同技能、不同性别劳动力的影响具有差异

性。（４）进口冲击带来的劳动力市场调整会进一步

影响劳动者的教育投资决策。

进一步来看，进口贸易带来的劳动力市场调

整对进口国经济福利的影响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１）资源再配置效应。国内劳动力跨行业或跨地

区流动本质是资源再配置过程，会影响进口国总

体生产率水平。如果进口贸易带来的劳动力重置

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则将提升该国总体生产率

水平，促进其经济增长，反之会抑制其经济增长。

（２）收入不平等效应。在进口竞争方面，如果受到

冲击的主要是低技能劳动者，那么可能会促使其

增加教育投资；如果受到冲击的主要是高技能劳

动者，则可能会抑制其教育投资。现实往往是，发

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正在减少教育投资，发达国家

的劳动力正在增加教育投资，进而拉大了发展中

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进口投入方

面，由于进口投入品具有技能偏向型特征，它会促

进进口企业雇佣更多的技能工人，推动技能工人

工资上涨，进而拉大企业内技能工人与非技能工

人的收入差距。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出现

技能溢价现象。可见，技能偏向型进口贸易可能

会加剧国内收入不平等。

总的来说，进口贸易对进口国劳动力市场的调

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结合中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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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进口贸易导致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测度劳动力

流动成本、利用企业层面的雇员个体数据测度进口

贸易对企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探

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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